
港大教授许成钢谈新兴国家的动摇 

 

  中国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让世界各国均感到不安，其背后更可窥到影子银行问题。地方

之间竞争产生的发展原动力，是否会反转变成导致中国经济成长减速的风险？在这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国家，一党专政是否有局限性？对此，《朝日新闻》采访了长久以来在香港关

注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许成钢教授。以下是采访记录。 

问:美国的金融缓和缩小了，新兴国家的经济似乎出现了动摇。您的看法是什么？ 

答:我认为新兴国家最近的弱势是暂时的。由于它们的经济距离世界先进水平非常远，处于

从不发达经济追赶发达经济的过程中，无论是工程的技术还是管理的技术，都可以直接从发

达国家借鉴，这应该是很容易，有空间。它们真正的困难其实是能否改进自己政治体制的问

题。如果不能，就很容易跌入发展陷阱。 

中国 

问:也就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来让经济走上成长的轨道，之后因无法推动社会变革而减速的“中

等收入国家陷阱”吧？ 

答:不过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一党专政的高度中央集权下，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和人事

任命权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它在很多的具体执行层面不是集权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操

作，这个国家太大，这是中国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么一种特殊体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经

济资源向地方分权；再一个就是行政，从社会保障建设到基础建设，是大规模向地方放权的。

我把中国的这种体制叫做“分权式威权制”，就是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 

  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制度。封建时期的最高权力者皇帝也并不

直接主管地方经济事务，古代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官员任命权及军事，而地方所有事务都分给

地方政府去统管。 

  在中国前 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重要指标是 GDP

增长速度。为了 GDP，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引进外资等等。那个时候，主要的财源是卖土地

的收入。虽然中国土地基本上是国有的，但直接卖的是地方政府。 

放弃 GDP 至上主义? 

问:从上一届开始，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要放弃 GDP 至上主义，转变为顾虑人们生活、权

利和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习近平政权下，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也再次做出了

这样的宣言吧？ 

答:现在在中国，就是从习近平主席到每一个老百姓，所有的人都认为竞争 GDP 增长速度是

个错误的做法。但实际上没有办法放弃。因为税收任务、财政收入必须完成，同时，中央还



要求地方政府完善民众的福利保障问题。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都必须保证 GDP 增长速度。而且

不得不出售土地使用权、投资、持续开发来赚取税收。 

  另外，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的首要指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维稳。强行征

地以及公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部分感到愤怒的居民增加了，结果就是新增了一些新的干

部考核基准。就是看当地有没有恶性群体事件，以及到北京上访的人数也有影响。所以对于

示威、游行等，有时不惜出动警察也要压制下去。因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不是地方公民，

而是上面的人。 

  什么叫恶性群体事件呢？比如说发生暴力冲突了，大规模暴力冲突，这是最坏的情况。

如果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的冲突，那么是不是会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等等公开性的冲突表达。

既然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地方政府就一定要去想办法让它不发生，那么它讨论的就不是说我

怎么解决，而是让这个事情不发生。就是说你要想办法事先能够搞到情报，他们是不是要游

行了，他们是不是要示威了，然后万一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及时调警察来把他们

压制下去等等。用各种手段，有时甚至暴力手段，保证所谓的维稳。 

  另一个维稳的指标是看有多少人从你辖管的地区跑到北京去上访，它要查那个数字。那

好，如果上级政府要查我的上访数字，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压制你让你不能上访。所以维稳的

手段导致了不稳定。地方政府不关心问题是否解决，是因为上级也没有办法来量化问题是不

是解决，上级考核它的就是看有没有恶性社会群体事件、有没有人来北京上访。如果你就看

这两个东西，我保证把这个东西压制下去。那么导致的就是社会实际上出现更多问题，因为

它用的是压制的手段。 

  还比如说腐败。社会不稳定是因为有腐败，然后人要去上访，或者要出来抗议示威，但

地方官员把这些人都压制下去，就更腐败了。你没有办法去管制腐败的人，他就更腐败了。

所以，它的一系列的做法实际上导致大量社会问题无法从基本上解决，不断地压制就会导致

社会更脆弱。所以当我们讨论到中国面对的问题的时候，经济发展的问题是相对还小一点的

问题，更严重的是社会很脆弱，换句话说就是它不稳定，很容易不稳定，这个是更大的问题。 

问:前总理朱镕基在90年代中期实施的税制改革中将地方政府应得的税金从7成以上减少了

一半以下，您对此怎么看？ 

答:在朱熔基任职的早期，中国没有分税制，中央和地方（省）是一对一的，每年来靠讨价

还价决定省级政府向中央上缴多少税收。而且这个财政收入的大头是地方政府拿到的。地方

自己拿收入很热情，但给中央并不热情。中央对宏观经济控制也很难做。 

  分税调整后，中央政府把财政收入的主体拿走了。但是在中国，从道路、机场等基础建

设到社会保障等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里面的 80%以上的主体一直都是地方政府。 

而且，中央政府不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地方政府没有权利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所以地方

政府就想到将手里的土地变成金融资源。就是地方政府拿土地去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进



行大规模借贷和大规模投资，来保住 GDP 的增长。地方政府堪称中国最大的投资家，他们创

造了类似于美国华尔街的地方地方融资平台。 

影子银行 

问:这就是被称作“影子银行”的、不通过正式银行的资金流通吧。资金源当中，还有一些

是投资家购买的被称作“理财商品”的高收益率金融商品。地方政府似乎接手了这些无法偿

还的商品债务。是这样吗？ 

答:影子银行实际上是一种在地方融资平台这个金融创新的背景下继续再演化出的。贷款需

要抵押，一般是两个东西做抵押，一个是土地做抵押，一个是地方的财政收入做抵押，这两

个东西的背后都是政府。这样银行会认为，万一这个地方政府出了问题，中央政府会救它，

而且利息又高。所以借贷双方“何乐而不为”？ 

问:但是土地的价格不可能一直上涨。即使是正式发表中，地方的欠债也已经达到了 20 万亿

元。这是不是和发生债务危机的欧洲很像呢？ 

答:什么地方像？ 

问:在欧盟中，即使用的是一样的货币，但各国的财政不一样。希腊凭借欧元的信用发行低

价国债，最后偿还不了了。中国虽然也是用的一样的货币，但地方凭借中央的信用来集资，

出现了不动产泡沫的症候。如果中国全体的经济增长减速的话…… 

答:有意思。中国跟欧盟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政治体制，

他们是不相似的。欧盟每一个国家的首脑都是地方选举的，然后国家内每一个城市的首脑也

是地方选举的，所以无论城市，还是成员国，首脑最关心的是地方选民的意愿，这是为了争

选票。这个体制从最基本上已经和中国不一样了。中国的体制是一个分权制，从分权的角度

考虑有点像欧盟，但是它是威权制，所以它不是欧盟。 

  中国各级政府的首脑是从上至下任命的，然后从上至下考核的。在欧盟谁去考核他们呢？

选民考核他们，你下一届能不能选上是由这个决定的。所以德国要考虑自己的选民的利益和

意见，但是在中国地方官员只对上级负责。在中国，如果某个地方面临危机时，中央应该会

立刻行动吧。这和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不同，中国不必在乎民意。 

  现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总平衡仍然是盈余，再加上有约 4万亿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速度

也不是特别慢，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如果有错误可以处罚，如果不犯错误，那么目前还

能够应付。所以暂时还不至于立即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 

  但是这个会越来越困难，而且会非常快的变得更困难。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政府刺激政策一减少增长速度马上下来，接着经济就出问题。当政府意识到出问题之后，又

开启刺激政策。除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等需求非常非常高的城市之外，大部分地



方的房地产市场都可能会垮掉，依靠土地和中央政府信用的财政将难以维系。一旦房地产市

场崩溃，就会导致金融危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对比欧盟，他们的选民可以通过投票来替换掉引发危机的领导人。但是中国的地方领导

人都是中央指定，人民无法直接进行选举。出现问题时，人民就会怨恨当地领导，一旦发生

冲突，后果不堪设想。地方政府也知道中央不愿意看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也就导致了地方

包括散漫财政等恶性循环。 

政治改革 

问:习近平似乎想把权利集中到中央，具体而言就是集中到他自己身上来推进改革。是这样

吗？ 

答: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改革三十年一直走的是这个路——努力保障不触动政治体制，然后

尽量地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共产党是以新加坡为榜样。但我认为学习新加坡是搞错了。

为什么呢？有两点原因。 

  首先新加坡很小，甚至没有中国的一个城市大。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他的总理是有

能力直接看到它的国家里所有的大企业，可以及时掌握情况及控制事态。而对于中国这么大

的国家，建立一个让民众能够将自己的需求反映到政策中、能够监视权力行使的机制更为重

要。 

  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地方自治。中国改革相对成功的原因是，调动了地方政府几百万名

官员的动力来集思广益。回顾中国前三十几年改革中最有成绩几件事，都是地区官员想出来

的，中央集中制定政策是行不通的。那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邓小平设计的，都是地区官员

想出来的，所以当人们把这个功劳都放到邓小平身上的时候是不对的。如果说邓小平有什么

功劳，就是他允许这些人做。 

  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改革三十年一直走的是这个路，它就是努力保障不触动政治体制，

然后尽量地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问:那么另外一个不同点是什么呢？ 

答: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新加坡有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重要法治传统。司法独立是保证新加

坡的市场正常运行的最基本条件。而中国并非如此，司法体系不可以独立审判任何共产党的

官员。这样就无法控制权力的暴走。 

中国超越美国的时候 

问:但是中国经济规模是日本的 2倍，到了 2020 年代似乎可以追上美国了。 



答: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在 19 世紀前半的时候，中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那时

中国没有任何先进的内容和优秀的领导政权。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归根结底中国

衰落的最大问题是在内部。满清的腐败的问题还不是最大，但是它的体制不能接受新东西，

比如宪法和民主等等。它的体制是完全没有效率的。若是不解决这一内因会怎样呢？经济规

模的大小并不能决定所有的价值。 

父亲 

问:许教授的父亲是爱因斯坦研究者许良英（去年去世）吧。他作为民主派科学家非常知名，

曾发出声明要帮助在天安门事件中被逮捕的年轻人，对保护人权的活动也及其热心。您怎么

评价您的父亲呢？ 

答:19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 20 年间，我父亲被共产党打为右派分子，剥夺他在中国科学院的

教授位置，下放到农村自谋生路。那时我们父子的生活是分开的。比起绝大多数右派，他被

迫在农村的时间特别长。1989 年的六四事件之后，政府把他定为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被

软禁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他住在一个楼的第七层，第一层就住着警察。 

  六四事件之前关于新权威主义有热烈的讨论，新权威主义认为民主和人权会影响经济发

展。父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他是强烈反对新权威主义的，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有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意思就是民主化。就是说，没有民主，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那些年我父亲讲的这个话我原则上同意.但是我的认识没有他清楚，所以我在过去的时

候认为他讲的比较遥远，只是一个抽象的道理，纵观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我越发觉得父亲的

主张是正确的。中国现在最大的风险是它自身的政治以及由其衍生出的社会问题。包括被认

为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地方贷款问题，中国大部分经济问题都是因为土地、金融等国家支配的

领域过多而引起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这是不能排除的，而严

重的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触发的原因和市场经济的原因非常不一样。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

中国的体制造成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所以，怎样让民间力量参与进入市场竞争？能否完善监督权力的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这

个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增长率的降低，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中国三月

召开人大会议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这个方面。}} 

人物简介:许成钢，1950 年生。清华大学硕士（机械工程）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经

济学博士学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职副教授。 

采访后记: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许成钢正在哈佛求学。恩师、匈牙利著名学者科尔奈·雅诺什对

血气方刚的青年说道:“是政治运动还是做学问，你选哪一个。”许成钢选择了探寻“问题



根源”的学者道路，现在其母校清华大学任教。记者认为，许教授的激烈批判和父亲终生宣

扬的“民主与人权”都是“爱国”的表现。 


